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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经》中的推类理论 
 

张晴 

（河南安阳师范学院 政法系，河南安阳市 455002） 

 

摘要：《墨经》中研究的推类，是根据两个对象在本质上相同，从一个对象具有某种属性推出另外一个对象

也具有该种属性的推理。推类离不开对对象的具体分析，所以《墨经》的推类理论包括有关类的理论和认

识论的内容于其中。《墨经》推类理论的主要特点是非形式的，其推理规则具有不可操作性。 

关键词：墨经；推类；理论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 A  

 

 

《墨经》六篇，包括有《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和《小取》，

被认为是先秦逻辑的奠基之作，先秦逻辑发展到《墨经》也达到了一个高峰。逻辑是正确思

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首先是正确思维的理论，应对推理有所研究。本文试图说明，《墨经》

对推类这种推理进行了研究，有丰富的推类理论。 

 

一、《墨经》中的推类及其规则 

（一）《墨经》中的推类 

《小取》是《墨经》六篇的提纲，在《小取》中，后期墨家提出了论辩的目的、功用；

论辩的原则、方法。论辩的方法是讲究怎样在论辩中有效地驳斥论敌、论证己见的，包含了

推理的因素在内，因此，研究论辩的方法自然会有对推理的研究。《小取》在研究论辩的方

法时研究了推理。《小取》提出了“或”、“假”、“效”、“辟”、“侔”、“援”、“推”几种论辩

方法，对“或”、“假”、“效”只是分别给出了界定，而对“辟”、“侔”、“援”和“推”才真

正地进行了研究：不仅给出这些方法各自的定义，而且对包含在这些方法中的推理进行了研

究。 

1、“辟”。《小取》对“辟”的定义是“举他物以明之”，运用“辟”这种论辩方法时
容易犯的错误是“行而异”，产生这错误的原因是“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根据定义知，“辟”

是以他物明此物，表现出由个别性知识推出个别性知识的特点；根据对“辟”实际运用中出

现错误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后期墨家认为，“辟”这种方法得以进行的根据是所举的“他

物”和所要“明”的此物之间的同。 

2、“侔”。 《小取》篇给出的“侔”的定义是：比辞而俱行也。“比辞而俱行”，可以
理解为两个相类、相等或相同的“辞”，作紧密联缀的并列推论。① 

《小取》给出的“侔”式推论的例子中有：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 

根据两个辞的相类作推论，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侔”式推论得以成立的根据，实质

上是根据前提的主、谓项之间与结论的主、谓项之间有着相同的关系，据此由前提推类得出

结论。如“白马，马也”，“白马”与“马”是包含于关系，“乘白马”这种行为与“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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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为之间也是包含于关系，所以，可以由“白马，马也”推“乘白马，乘马也”。“侔”

式推论得以成立的这种实质上的根据，《墨经》的作者是否认识到了，很难说，但两个概念

之间的同一种关系表达为辞，往往会表现为形式上的相同或相类，正如“白马，马也”、“乘

白马，乘马也”这些辞所呈现出来的一样。“侔”式推论的直接根据，是这种辞的形式上的

相类：前提是如此，结论只不过是在前提的主、谓项之前附加了同一个词。由上述可知，“侔”

式论辩方法中所包含的推理，也具有这样特点：一是由个别推个别，只不过相推的两个对象

不是事物，而是两个命题；二是根据这两个具体对象的同。 

3、“援” 

《小取》篇对“援”的定义是：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援”是援引对方所赞成

的观点，说明它和我方的观点是一样或同类的，以此论证对方也应该承认我方的观点。《小

取》篇指出，“远而失”是“援”式推论运用中出现的错误，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所考察

对象的复杂性。《小取》说：“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这就是

说，所引用的辞与所要证明的辞都有其表现出的某种性质，也有产生这种性质的原因；两种

辞很可能表面上性质相同，但产生的原因（也即支持这些辞成立的理由）不相同，如此，两

种辞的本质就会不一样，不属同类，在这样“辞”之间运用“援”这种方法就会犯错误。由

此看来，“援”这种论辩方法运用的仍然是这样一种推理：从个别到个别，根据论辩对方的

主张与我的主张相同，由对方承认他的主张，推出对方也应该承认我方的主张。 

4、“推”。《小取》篇对“推”这种方法的界定是：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
者予之也。“推”就是根据对方所不赞同的观点 (“所不取”) 和对方所赞同的观点（“所取”）
是同类，从而推出对方也应不赞同他赞同的观点，——以此揭露对方论辩中存在的自相矛盾。

《小取》指出了“推”的应用中出现的错误，这就是“流而离本”。出现错误的原因也是由

于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小取》指出：“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也；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

不必同。”对方所不赞成的观点与对方赞成的观点可能仅仅表面上相同，但产生的原因（也

即支持这些辞成立的理由）不同，这样的两种辞本质上是不同的，是不同的类，在这样情况

下运用“推”就是错误的。由此看来，“推”中所包含的推理是，在两种观点，即论辩对方

所不承认的观点与论辩对方所承认的观点之间相推，推导的根据是两种观点的相同。 

由以上可以看出，“辟”、“侔”、“援”、“推”这几种论辩方法得以进行的根据都是根据

了同一种推理，这种推理的特点是由个别推个别，这种推理从前提推出结论的根据是：两个

事物或命题有相同属性。根据两个事物或命题有相同属性，由其一具有某属性而推知另一也

具有该属性。这种推理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类比推理有相同的地方，但并不完全相同。类比推

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推出它们在另外一些属性上也相同，其推理的

根据是两个或两类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辟”、“侔”、“援”、“推”中所包含的那种推理

虽也是根据两个对象（这两个对象可以是“辞”）的“同”，但这种“同”不是某些方面的同，

而是本质上的同。如“援”的研究中所表现出的，正确的“援”的应用，不仅要求“其然也

同”，而且要求“其所以然”也必须是相同的，其所追求的是“然”背后的原因，即对象较

本质的东西。对“推”的研究也是如此，不仅要求“取之”要相同，而且要求“所以取之”

也得相同，同样追求的也是对象较为本质的东西。我们把这种推理称为“推类”，但这应是

狭义上的一种推类，广义上的推类，包括基于类同关系进行的各种推理，既有从个别到个别

的带有类比特点的推理，也有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还有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本

文所讲是狭义上的推类。 

（二）推类的规则 

一个推理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某种推理的推理规则。《墨经》之《经下》篇指出：

“异类不比，说在量”，明确地提出“异类不比”的原则，即异类不能相推。那么，同类能

否相推？《墨经》没有明确地指出来，但从《小取》对“辟”、“侔”、“援”、“推”得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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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种推理的论述，即根据两个对象之同，从关于一个对象的知识可以推出关于另一个对象

的知识，从这一点来看，后期墨家已经非常接近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同类可推，因为相同

对象可以看作是一类。 

 

二、推类推理规则的基础 

（一） 《墨经》中关于“类”的理论应是推类推理规则的基础 

“同类可推”和“异类不比”都是推类的推理规则，这又涉及到什么是“类”的问题。

因此，《墨经》中关于“类”的理论应是推类推理规则的基础。 

1、什么样的事物为一类？ 

“类同”就是“有以同”，相应地“不类”就是“不有同”（见《经说上》）。因此凡“有

以同”的事物为一类。什么是“有以同”？《墨经》对此没有作进一步解释，但我们可以从

这部著作有关类的其他论述中理解“有以同”的含义。 

    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经下》） 

    狂。牛与马虽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
无有。曰“牛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

是为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犹牛有齿，马有尾。（《经说下》） 

说牛与马不同、不为一类，以“牛有齿、马有尾”来说明，是不可以的，因为有齿和

有尾这样的特性不是牛马之“偏有偏无有”的，即不是只为牛或马一方所具有而另一方所不

具有的。但若仅仅根据“偏有偏无有”的标准去说明事物不类也不行，比如，根据牛有角、

马无角去说明牛与马的不类。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后期墨家用以定义“类同”的“有以同”，

是只为这一部分事物所具有而不为其他事物所具有的属性，而且这种属性还是特定范围内一

些事物的本质属性。上述所说“角”虽然是牛有马无的“偏有偏无有”的属性，但不是牛的

本质属性，因而不能作为区分牛与马不类的根据，如果硬要以此为据说牛与马不类，只能混

淆牛、马类的界限，其所犯的错误实质上“犹牛有齿、马有尾”，就如同用“牛有齿、马有

尾”来说明牛与马不类一样是错误的。 

2、确定事物为一类的方法——“效” 

《小取》讲： 

    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 

《小取》篇把“效”作为判定言论是非的标准。我们说“效”这种方法在判定言论是非的同

时，也澄清了言论所讨论对象的类属范围。因为“效”的标准即是“法”，“中效”的言论都

为“是”，这些言论所讨论的对象具有同一“法”，“一法之相与也尽类”（《经下》），所以这

些对象都是一类；“不中效”的言论都为“非”，其讨论的对象不属此类。这样判定言论是非

的方法“效”又成为判定事物是否为一类的方法，辩的方法同时又是认识的方法，这毫不足

怪。《墨经》认为辩是认识的工具，《小取》讲：“夫辩者，将以⋯⋯明同异之处⋯⋯。”同异

明则类关系也明。故辩的原则和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判定事物是否为一类的方法，只不

过“效”这种方法在这方面体现的更为明显罢了。 

3、“类”与“故”和“理” 

《墨经》的“三物”说是从立辞的角度论述的，但从另一侧面看，它也论述了类与“理”

和“故”的关系。 

“辞以类行”，类同关系之判定，要根据“理”与“故”。“理”是成辞的理由，也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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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物类同关系的依据，遵循相同规律而产生、变化发展的事物肯定为一类。 

“故”既是成辞理由，同样也是判定类同关系的依据。准确把握事物的故，可以准确

把握事物的类，这对推类的顺利进行非常关键。保证“援”和“推”有效运用的关键都是把

握住一个“故”字。“援”的运用，关键是对方所赞同的观点即《小取》中所说的“子然”

与我所赞同的观点同类，要判定这点，就不能只根据表面现象，要把握“子然”的本质、即

把握“所以然”之故。因为“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小取》）

“所以然”不同的，尽管“其然也同”，但仍是不同的，因为“所以然”即事物之“故”是

决定本质的东西。对“推”的运用，同样关键的是要把握对方不赞同的观点与对方所赞同的

观点是同类，这要求不能仅仅根据表面的相似，因为“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也。其取之也

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小取》），还要深入把握二者的“故”，即“所以取之”。 

4、“类”之种类——“达”、“类”、“私” 

《墨经》在对名进行分类的时候，实际上也涉及到了类的种类问题。 

名：达、类、私。（《经上》） 

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

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声出口，俱有名。若姓字丽。（《经说上》） 

这里，名的分类实际上根据的是事物类的不同。《墨经》把事物类根据其范围的大小进行了

区分，一种是如“物”这样的类，这种类的范围最大，《墨经》说这样的类必须以“达”这

样的名命之。另有一种类是范围最小的事物类，如“臧”这种类，只有一个分子；凡这种类

都要以“私”名命之。再有一种类，其大小介于前两种类之间，如“马”类，这种类《墨经》

以“类”名命之。这三种类之间是可以有属种关系的，如“物”是包含“马”类的，而“马”

类中也可以有“私”类。通过《墨经》这种对类的划分，我们有理由相信，后期墨家已经认

识到一个类之中是可能包含不同小类的，各个不同的小类其性质是有不同的，根据同类相推，

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这就是墨家强调“推类之难，说在大小”（见《经下》）的意蕴。 

（二）《墨经》中的辩证思维理论也是与推类的推理规则直接相关的 

推类的根据是根据类同关系，而类同关系是根据对事物同异的比较。所谓的同，是事

物间性质的同；所谓的异，是事物间性质的异；这样推类就涉及到了对事物内在的规定性认

识；随着认识的深入，会触及到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的辩证关系。如： 

    同异交得放有无。（《经上》） 

    同异交得。于福家良知，有无也。比度，多少也。蛇蚓旋圆，去就也。鸟折用桐，
坚柔也。剑尤甲，死生也。处室子，子母，长少也。两色交胜，白黑也。中央，旁行也。

论行、行行、学实，是非也。鸡宿，成未也。兄弟，俱适也。身处志往，存亡也。霍，

为姓故也。贾宜，贵贱也。（《经说上》） 

依此论述，“有无、多少、去就、坚柔、死生、长少、白黑、中央和旁、是非、成未、存亡、

贵贱等等差异或对立的性质（异），可以具备于同一对象（同）。这就是墨家‘同异交得’命

题的含意。”②这是《墨经》在对事物性质的把握中，在对事物间同、异的认识中把握到的事

物的辩证联系。 

  从《小取》对“辟”、“侔”、“援”、“推”的研究看，后期墨家把研究如何区别事物的同

异，即如何把握事物的类属关系当作了推类研究的重点。如上所述，对事物的同和异的认识

又不能不涉及到事物间的辩证关系，如此，如何把握事物的辩证关系，即关于辩证思维的理

论，自然也就成了《墨经》推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墨经》在对推类的研究中，

已经明确地把正确的辩证思维方法当作有效推类的一个条件。如《小取》在对“辟”、“侔”、



 5 

“援”、“推”进行研究后总结说：“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不可偏观”

就是要求要全面地看问题，避免片面性——这是辩证思维方法。 

（三）《墨经》中有关认识论的理论也是其推类理论的组成部分 

对事物的同、异进行比较，是在对事物特征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推类与认识的

发生、认识的形式、认识过程等认识论所讨论的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墨经》在认识论方

面多有论述，这也应是其推类理论的一部分。沈有鼎先生著《墨经的逻辑学》，他在该书的

第一部分就讲了《墨经》的认识论，现在看来是很有见地的。 

 

三、关于《墨经》的推类理论 

（一） 推类理论是《墨经》在研究论辩方法时提出来的 

推类理论是《墨经》在研究“辟”、“侔”、“援”、“推”方法时提出来的，而“辟”、“侔”、

“援”、“推”都是为了实现不同论辩目的在推类这种推导方法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辩的方法，
③这也就是说，后期墨家是在研究论辩时涉及到了推类，他们并没有专门地研究推类。 

（二）《墨经》中有关推理的理论主要是推类理论 

众所周知，《墨经》逻辑主要表现为它的辩学，在这种情况下，《墨经》的推理理论只有

在研究论辩方法的有效运用时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小取》中提出了“或”、“假”、“效”、

“辟”、“侔”、“援”、“推”几种论辩方法，在《小取》以外《墨经》的其他篇目中还提出一

种论辩方法叫“止”。“止”这种论辩方法涉及到了基于类属关系的演绎和归纳两种推理。但

《墨经》对“止”只是给出了定义，它对演绎和归纳的研究只是表现出了一些苗头；对“或”、

“假”、“效”也只是给出了它们的定义。唯有对“辟”、“侔”、“援”、“推”，不仅有定义，

且对它们在论辩实际中的有效运用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从而也就自然地对这些方法的核

心——推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三）《墨经》的推类理论仍然是求真的 

《墨经》要求在推类时，要弄清对象的所以然之故，这是为了使推类所得的结论更为可

靠；提出“推类之难”，说推类不可常用，是提醒人们推类有可能得出假的结论，其目的是

避免错误结论的得出；——由此，我们可以说，《墨经》的推类理论是求真的，也可以说，

《墨经》逻辑是求真的。 

（四）《墨经》没有对推类做形式化的研究，推类的推理规则不具备可操作性 

推类的推理规则与关于对事物具体认识的理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推类理论的结构

复杂；另外这样做，也使得推类的推理规则不具备可操作性。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人们对推类

理论掌握的难度，妨碍了人们对推类理论价值的认同。从《墨经》推类理论也可以看出那个

时代人们的思维特点：习惯于从具体到具体，推理结合对事物的具体认识，在认识事物的本

质的基础上进行推理。 

（五）在积极某求如何取得可靠性结论的同时，也比较多地强调了推类的消极的一面，

即不可推的一面 

《墨经》在研究推类时，过分地强调了推类的“不可常用”的消极的一面。运用“侔”，

要“有所止而正”；“援”的运用有“远而失”的一面；“推”的运用有“流而离本”的时候；

因为“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所以“辟”的运用也总会有发生错误的时候。但什么时候会

有错误发生？《墨经》没有说清楚。实际上，由于推类这种推导方法是与对事物的具体认识

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推类究竟什么时候会发生错误，很难说得清楚。这在某种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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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人们运用推理的积极性，影响人们研究推理的积极性。中国古代逻辑在它繁荣的先秦

时期，在被认为逻辑研究水平最高的《墨经》中，就埋下了促使它以后走向衰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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